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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经济时期的“工分制”及其效率产生机制 
——基于 J 小队“工分制”的历史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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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口述史料，梳理了集体经济时代 J小队“工分制”实践的演进，分别从工分制的管理主体、劳动组

织形式、工分制定和评定、工分年终核算四个方面来分析工分制的具体运行。从中发现嵌入在乡土社会中的工分

制对参与集体生产的社员行为有很大的影响。社员的行动逻辑不仅受制度本身的影响，更受乡土社会中的熟人社

会、地方性共识等因素的制约，在制度和人事相互配合下，将个体化的经济理性人改造为集体化的社会理性人，       

从而保证了工分制的高效生产。 

关 键 词：工分制；效率；保障机制；熟人社会；队委会；劳动小组 

中图分类号：F321.3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2013(2016)02-0029-07 

 

The Workpoint System in collective economy period and its efficiency mechanism:  

Based on the history of Workpoint System in J village 
SUN Min1,2 

(1.School of History,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China;2. China Rural Governance Research Center,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uhan 430074 China) 

Abstracts: Based on the oral historical materials, this paper reviewed the evolution of the practice of Workpoint System 
during the collective economy age in J village ,and analyzed the operation of the Workpoint System from four aspects 
including the management subject, labor organization, the formulate and assessment of workpoint, workpoint year-end 
accounting.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Workpoint System embedded in the system of rural society has great impact on the 
members’action logic, which is not only affected by the system itself, but also affected by the rural society such as 
acquaintances society and local consensus. Under the cooperation of system and the community, the members will be 
transformed into collectivized social rational man from individualized rational economic man so as to ensure the efficient 
production of theWorkpoint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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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工分制是“中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计量农

民参加生产劳动的数量以及计算劳动报酬的一种

方法，亦称劳动日制，也是农村集体组织对农民进

行劳动管理的一种形式”[1]。根据该定义，工分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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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包含三层含义：首先是工分作为劳动数量的计

量单位，即在集体劳动中个体劳动数量与质量的体

现；其次工分作为劳动报酬的计量单位，是集体劳

动成果分配的重要依据；再者，工分制作为劳动管

理的组织形式，是集体对社员的劳动力资源进行配

置的方法。可见，工分制既是一种农业生产制度又

是一种农业产品分配制度，既是一种经济制度也是

一种组织制度，其内在复杂性和外延丰富性使得学

术界对其效率问题一直未达成共识。 
已有学术研究的主要观点认为工分制下集体

劳动生产是低效率的。“低效论者”从工分制的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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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组织形式出发，认为因缺少领导干部的有效监

督，在集体劳作过程中出现大量的“磨洋工”、“搭

便车”、“大呼隆”等出工不出力的现象，从而降低

了劳动生产效率[2]。另外“低效论者”从工分制作

为分配制度出发，认为“工分制由于未对劳动进行

准确的度量”[3]以及分配过程中的平均主义难以对

劳动者产生有效激励，由此得出工分制因缺乏竞争

机制而引起生产低效的结论。与主流观点针锋相对

认为工分制是有效的研究成果很少。目前最具代表

性的“有效论者”是张江华，他从历史实践的具体

个案出发，论证工分制对绝大部分社员的劳动激励

和行动效率是具有制度优势的，而“无效论者”中

所提及的懒汉只是村落中的少数[4]。前人研究从不

同层面展现工分制在运行过程中存在的低效问题，

为本文研究奠定了基础，但也存在不足之处。 
首先，运用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的定量研究难以

体现制度落地过程中的人事影响。学界当前研究资

料主要为官方的统计数据和民间的草根账册。这两

类资料共同的特点是具有较大的可计算性，从数据

分析的角度显示其结论的科学性。然而，数据往往

反映的是基于宏观视野下的主流与趋势，是一种客

观主义研究的视角，虽然有其合理性，但这种量化

的历史研究方法剔除了制度在实践过程中的“人

事”即行动者在实践制度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事

实上，任何历史制度在不同的区域社会实践产生的

实际效果千差万别。其次，受主流经济学的影响，

将社员视为以个体主义为本位的理性人，从制度经

济学的角度分析其行为逻辑，忽略了工分制是在一

个相对封闭的熟人社会中实践的事实，参与集体劳

动的社员一直生活在熟人社会中，其行为逻辑不同

于“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经济理性人。再者，工分

制往往被研究者作为一个相关变量纳入到整个集

体时代的体制之中，其回应的问题往往是工分制从

何种程度上影响了“大集体”①的生产效率。这种

寓局部于系统的分析容易忽视工分制作为相对独

立的完整体系的研究价值。 
基于前人研究成果的不足，笔者拟以个案研究

和定性研究相结合，从社会史的视角，采用“底层

视野”将工分制纳入到具体的、民间的熟人社会，

揭示工分制作为独立形态下的运作逻辑，在此基础

上探讨工分制的效率问题。具体而言，就是以小队

会计的访谈记录为主，通过口述史资料形式展现集

体经济时代工分制的实践细节，主要包括工分制的

管理主体、劳动组织形式、工分的制定和评定、工

分年终核算四个方面，进而从工分制的制度本身所

蕴藏的“微机制”和乡土社会的特殊性来论证正常

形态下工分制内在效率的生发机理。 
本研究主要采用半结构式的访谈，通过田野调

查收集的相关文献资料与访谈者的口述资料为依

据，重点通过武汉江夏区W村 J小队这一典型案例，
分析 20世纪 60年代稳定发展时期的工分制及其效
率机制。本文访谈对象主要是该村的老党员、老干

部和其他老人群体，其中，最关键和全面的口述史

材料来源于一位老干部。他于 1946 年出生，今年
69 岁，1962 年开始参与集体的生产劳动，1964— 
1968年成为 J小队的会计，1968—1981年担任大队
的副业会计，1981—2005年期间任该村的村支部书
记，2005年从村干部职上退出后在家务农至今。作
为 J小队和W村的资深干部，他对其所经历的工分
制在生产小队的实践有清醒的记忆，从而为本研究

提供了相当丰富而有价值的历史资料。 

二、J 小队“工分制”及其实践 

J小队隶属于武昌江夏区W村，旱地面积 334
亩，水塘 10 口。由于该村地理位置低于该灌溉渠
内的大型水库，在正常降水条件下，基本可以依靠

自流满足该小组的农业生产用水。集体时代的人口

约为 70～80 人②，其中劳动力 40～50 个。水田面
积 200～300 亩，与当前的数据基本一致，包括水
田和旱地在内的可用耕地约为 550亩。 
据当地老人回忆，集体时代的生产是非常忙碌

的，几乎都是从白天干到晚上，很少有休息。在农

忙的时候每月只有 1 号和 15 号放假休息，而冬季
农闲时经常被小队集体组织起来去开荒、肥田和兴

修水利。一般在清明前的 2～3月份开始整理耕地，
依靠人力和畜力翻耕 2～3次。清明时节播种育秧。
5 月开始插秧，在主要劳动力全部调用的情况下，
需要半个月左右的时间才能完成。在秧苗生长过程

中的灌溉与排涝、除草与施肥等环节也需要不断地

调配劳动力。10 月开始收割，到 11 月农忙基本结
束。大部分旱地主要生产花生、芝麻、油菜、玉米、

棉花、红薯等经济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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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时代农村的基本经营制度是“三级所有，

队为基础，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制度。该制度以

生产小队为基础，通过工分制进行集体劳动、集体

分配。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其内部具体生产组

织方式和劳动产品分配方式的差异而产生不同形

态的“工分制”。根据口述资料，J小队的工分制演
进过程大致可划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 1952—1957年，是工分制确立期，

即合作化时期。与全国合作社普遍情况一致，“常

年互助组内设立组长和农工员，⋯⋯组员劳动实行

工顶工，按劳评分。⋯⋯初级社转为高级社，生产

资料无偿归公，取消了土地报酬，农民个人收入完

全按照社员提供劳动的数量和质量来分配，工分成

为广大农民维系生活的关键”[1]。 
第二阶段为 1958—1961年，即工分制挫折期。

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J 小队以工资制和供给制相
结合的“一大二公”制度安排取代了工分制。据口

述者们回忆：“小队社员在合作社保留的田地、生

产工具全部上交，包括自家的犁、镰刀、锄头等等

所有大小型生产工具基本上都交给生产小队。生产

队长哨子一吹，大家就集体出工。收工回来后就吃

‘大锅饭’。当时湾子里宣传的是‘吃饭不要钱，

人人拿工资’。第一年(1958年)我们就把前几年留存
下来的粮食吃完了，还发放了 1个月的工资。随后
就进入到‘三年困难’时期，村民们靠挖野菜、扒

树皮来充饥，很多村民半年内没有吃到 1粒米”[5]。 
第三阶段为 1962—1966 年，是工分制的稳定

期。随着 1962 年全国农村经济政策的调整，根据
1962 年 9 月出台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
案)》中“生产队是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它实
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直接组织生产，组织收益

的分配”的规定[6]，该生产小队恢复工分制，通过

制定较为精准且易操作的工分制实施细则压缩社

员磨洋工、搭便车的空间，通过“多劳多得工分”

的分配方案提高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另外，根据

1959年关于自留地调整规定，允许生产小队恢复自
留地制度，“规定只要社员愿意要，都应该给他，

并长期归社员自由使用”[7]。J小队于 1961年按照
每户一人一分地的标准分给社员自留地，自留地以

旱地为主，一般分配在房前屋后。社员在完成集体

生产后可以经营自留地，他们在自留地上种点蔬

菜，放养点鸡鸭来补充家用。最后，取消“大食堂、

大锅饭”，纠正前期的“共产风”。工分制在 J小队
进入稳定发展期。 
第四阶段为 1967—1978年，是工分制异化期。

工分制的异化主要表现为“文革”中政治工分和社

队在平调劳动力中所产生的越级工分。政治工分主

要是“看劳动态度、思想表现、家庭出身等政治因

素，使得评工记分呈现出更多的人为因素”[1]，一

定程度上破坏了工分制中“按劳分配”的原则。而

越级工分则主要表现为超越生产小队之外的基层

组织对小队劳动力的平调和无偿征用。从严格意义

上讲，这些劳动对征用劳力者而言并不是无效劳

动，但对被征用劳力所在的生产队而言，除了农田

水利工程与生产队的产出大概有间接关系外，其他

的劳动与生产队的集体收益可以说没有任何关联，

农民差不多三分之一劳动所产生的价值并没进入

其集体分配之中[4]。正如口述者所描述的：“1974
年和 1975 年，生产大队修了两个大型水库，到下
半年小队社员全部上江堤修水利。生产大队大兴副

业，大办集体企业，先后办起化肥厂、茶厂、养猪

厂、大米加工厂等 7个小厂，还把大队的木匠和泥
瓦匠组织起来到外面揽活等等。这些都是从每个生

产小队调劳力去工作的，社员的劳动成果归生产大

队，但工分却记在生产小队的帐上，年底结账也是

在生产小队分配。”这些工分在生产小队看来，基

本上属于无效的空头工分，但又必须参与年终分

红，引起社员和小队的不满，工分制逐步走向异化。 
由于访谈时间的限制和访谈对象经历的特殊

性，难以对四个阶段的工分制进行论述，只选择 J
小队稳定期工分制的具体运作实践详细描述。 

(1)工分制的管理主体。工分制的管理主体一般
是队委会。“队委会”即生产小队选举产生的小队

“领导集团”，主要包括生产小队长、会计、出纳、

记工员、民兵队长、妇女队长等，一般 5～7 人组
成队委会，共同安排小队的农业生产。J 小队当时
共有 7个小队干部，每个小队干部都有明确分工，
在参加集体劳动的同时要完成公职任务。小队长主

要负责安排、调度和监督生产等全盘工作。副队长

主要负责具体生产工作的安排。贫雇农组长专门代

表贫农和雇农，主要负责反映该群体的意见，在实

际管理中不起实质性作用。技术队长主要是负责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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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生产技术的把关。会计主要负责计算和管理生产

小队集体的财务。记工员专门负责登记每天社员劳

动所得的工分。妇女队长专门负责组织妇女劳动生

产和开会。 
小队干部在完成管理工作外还必须参加农业

生产。如小队长最多的公务是开会，大队开会一般

都是由小队长参加，并按当日的中上等工分给予记

录。如果小队长不开会则在田间与普通社员共同参

加生产，对社员劳动负有监督的责任。小队会计在

每个月完成公务的时间至多 5个工作日，其他时间
必须参加劳动才能获得工分。晚饭后小队会计会与

记工员核对当日参加集体劳动的社员所得的工分，

并张榜公布。 
(2)工分制下的劳动力组织形式。在小队内部，原

则上按照劳动力的好坏均衡搭配，7～9个社员为一相
对固定的生产小组，平时的劳动任务以小组为单位共

同完成。工分按照任务分配前定好的数额，并参考任

务完成的质量上下浮动。如果小组内部有成员想偷懒

搭便车是很容易被其他社员排斥出局的。 
“几个熟人之间，常在一起工作，谁干活勤快

谁磨洋工，大家心里都跟明镜似的。如果确实因体

力或技术原因，一个小组内有人做得确实比另一个

人少很多，他们内部可以相互调剂，一般也就是 1～

2 个工分，1 个工分值不了多少钱，熟人之间也就

不会那么斤斤计较。但是，如果有个别社员长期不

好好做，以后干活小组长就不会再叫你去干活。”[5] 
在农村的物质财富几乎完全由都生产小队垄

断经营的情况下，“农户家庭的收入，无论是物质

还是现金，都依赖于劳动工分。因此，在集体劳动

中，工分就相当于财富和货币，直接决定者家庭的

实际收入”[8]。“小组长不再叫你一起干活”实际上

赋予了小组长拥有对劳动力的一定程度的配备权

利，通过该权利小组长可以通过“不叫”的方式威

慑甚至是惩罚社员的偷懒行为，剥夺其挣取工分的

机会。当小组长不再理会“干活不认真的社员”的

时候，那些“差劳力”就会慢慢组建在一起，但他

们的收入就与他们劳动的效率成正比，从而影响其

整个家庭的收入。 
在农忙的时候，为了赶生产进度，在小队范围

内允许小组成员之间自由组合，在这种情形下，便

形成“好的劳力就与好的劳力搭配，差的劳力只能

与差的劳力搭配”的新格局。新格局实际上是对相

对固定的劳动小组的打破，使得社员们在合作的同

时产生一定的竞争性和排斥力，尤其是对那些比较

懒散的社员来说，劳动力的重组是对他们“干活不

够勤快”的社会性宣布。懒散的事实和懒散的名声

不仅减少个体参与集体生产的机会，从而影响其年

终收入，而且在熟人社会中产生一系列连锁反应，

由此带来的负面形象对个体乃至整个家庭都会产

生较大影响。 
(3)工分的制定与评定。工分的制定即对生产小

队范围内的每一位社员和每一项生产活动“值多少

个工分”进行赋值。该制定工作都是在队委会的组

织下，全体社员共同参加、民主评议完成的。与全

国大部分生产小队情况一致，J 小队的工分在未劳
动之前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评底分，是指根据劳动

者的综合能力(包括体力、年龄、性别、劳动技能等
因素)和劳动态度而评定的基本分。一般底分的等次
有 10分、8分、6分、4分四个等级。另一类是定
额工分，即针对每一个生产环节和项目，结合该劳

动的强度、难度、地理位置等要素的综合考虑，给

不同的生产项目制定不同等级的工分，它实际上

“是一种按件记工的体系。”[4]据口述者们回忆： 

“以插秧为例，会根据田块质量分不同等级，

比如上等田1亩定额为 10个工分，下等田 1亩则定

额为 8 个工分。一小组社员在规定时间内集体完成

某一片田地的任务后就能获得相应工分。另外，捆

秧苗，小队则按计件的方式记录工分；稻谷收获后

要担稻草，就根据稻草离仓库的远近分不同的等级

工分，同样采取计件的方式。担稻草与捆稻草是分

开记工分的，可以防止担草的人在捆草过程中偷工

减料。这类计件的工分可以为那些劳动积极分子提

供机会，勤快的农民，为了多挣一点工分，天还没

有亮自己就到田里去捆秧苗。”[5] 
两类工分值在获得全体社员的多数同意后便

张榜公布，以后社员对自己所参与的生产劳动能够

获得多少工分就清清楚楚，也就不会跟小队长、记

工员扯皮。为了保证生产质量落到实处，事后还有

一个工分评定环节，即在社员完成任务后，由小队

长和记工员到现场去检查任务完成的质量，根据质

量的达标情况在定额工分上有一定的浮动。比如，

插秧插得过稀就会整体降 1～2 个工分。可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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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额工分的前提下通过任务完成后的质量检测来

实行可浮动的事后工分评定，保证了定额工分制下

的机会公平。 
(4)工分制下的分配方式。工分制下社员的年终

收入主要依靠全年劳动所得的工分数量以及该生

产小队的整体生产效益。具体分配方案如下： 
首先是生产小队的工分在当年的物价水平下

价值的计算，即工分值。而年终结算是工分值的必

要环节，每年的工分值多少钱与该生产小队的农业

生产情况密切相关： 
“到年底，会计会将一年的收成，包括水稻、

小麦、红豆、绿豆、芝麻、玉米等等收入进行核算。

首先要除去上缴大队的公粮，当时的公粮交稻谷。

纳完公粮、留下下一年口粮后剩余的粮食就转卖给

供销社或粮站，折算成货币。其次再减去一年中生

产小队的所有公共开支，当时主要开支是肥料、煤

油灯、农具等等。再者除去当年全体社员已经消耗

的口粮，按照粮价折算成货币。最后剩下的货币收

入就是全体社员一年总工分的总价值。用这部分钱

除以劳动力的总工分就是一个工分的平均价值。”[5] 

其次是以户为单位的家庭年支出与年收入。生

产小队在年前按照每户家庭的人口类型分一年的

口粮，成年劳动力平均口粮每月 35 斤，小孩按不
同的年龄阶段有不同的口粮，老人的口粮比青壮年

的少一点，大概为 30 斤/月。到年底结算时，首先
根据家庭所拥有的总工分数乘以工分值计算出家

庭的货币收入，然后算出该家庭的所消耗的口粮值

多少即家庭的食物支出金额，口粮按照当时的市价

折算成货币。最后两者减去即得出该家庭的年纯收

入，其决定了“是小队给社员钱还是社员给小队

钱”。因此影响家庭纯收入核心要素是所有家庭成

员的集体劳动所得的工分数，而这往往取决于家庭

的劳动力结构。如果 1个核心家庭里有夫妻和 4个
孩子，就意味着在较长的时期内，这个家庭只有 2
个壮劳力，其他的小孩子没有能力参与劳动挣工

分，“两个壮劳力挣到的工分抵不上 6 口人的口粮
钱，到年底基本上就是社员欠小队的钱，社员也拿

不出来，就先欠着，等小孩长大成为劳动力后慢慢

扣除”。 
最后是实物分配，实物分配包括来年的口粮分

配和年终的福利发放。年底社员除了货币收入结算

外，还有一些物质福利发放。这些物质福利也是工

分劳动下的公共产品。在 J小队最大的福利是年猪，
小队每年安排一个专业的养猪户，小队提供养猪的

场地和猪食。猪食主要是糟糠和野菜，糟糠由养猪

人每周到小队领取，小队有一本专门的猪饲料账

册，由会计负责。养猪人一年需要养 7～8头年猪，
每天割野菜是最主要的劳动，因此基本上没有时间

参加其他的生产活动，小队给养猪人员的工分是按

照当年的上等工分计算。“猪要养得好，就必须勤

快，今年要是喂得不好，下一年小队就会淘汰，换

一个人来养。一个中上等的劳力一年的工分有 4 500
工分，相当于 100多元，所以小队想养猪的人还是
很多的，如果养得好就不会换人。”其他的如鸡鸭

这些家禽一般由农户自己养自己支配，但由于当时

物质缺乏，大部分家庭成员的口粮都比较紧张，社

员只有在家里有重大开销的时候才会在自己家养

鸡养猪，比如儿子结婚、建房子等等。社员通过经

营家庭副业增加集体劳动之外的货币收入以此完

成人生大事。 
以劳力均衡搭配的劳动小组为生产单位，在一

定程度上压缩了社员之间工分数量上的差距。以

1962 年为例，一个勤劳的壮劳力一年可以拿到 4 
800～5 000个工分，普通劳动力大概能够拿到 4 000
个工分，以劳动个体为核算单位，同等劳动力在劳

动机会均等的情况下年终所挣的工分数量差距不

大。据口述者们回忆，1962年即实行工分制的第一
年，他们小队年终时 1个工分值 3分钱，一个壮劳
力 5 000个工分×0.03=150元，其一年消耗的口粮
35×12=420斤，按当年粮食价格 100斤稻谷 15元
来算，折合成货币为 63 元，壮劳动力一年的纯收
入为 150-63=87元。以家庭为核算单位则因家庭结
构的特殊性难以精确计算，按照小队会计提供的数

据，“一年下来家庭的工分收入约 200～300元，除
去整个家庭的口粮后，家庭的纯收入大概在 20～50
元”，这应该是当时农民的普遍情况。 

三、工分制的效率及其保障机制 

W 村的老人们回忆道：“有人磨洋工并不代表

所有的社员都不劳动，不记工分、吃大食堂是影响

了生产效率，但不至于颗粒无收。最重要的原因还

是干旱。1958 年吃完合作社留下来的口粮后，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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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在农作物生产最需要水的时候，100多天这
里没下一滴雨，怎么可能收到粮食？”[5]可见，在

当地老百姓的心中，1959年“大饥荒”的主要原因
是百年难遇的大旱与政治上激进持续的“共产风”

共同造成的。对学界普遍质疑的工分制效率问题，

口述者却有不同的看法。现基于 J小队的工分制实
践，简要分析其对参与集体生产的社员行为的影

响，以此探讨工分制的效率保障机制。 
机制之一是“干部带头”。生产小队之间的竞

争迫使以生产小队长为领导核心的队委会成员带

头生产、合理排工以保证本小队的经济效益和社员

的基本福利。正如有位访谈者所说的： 
“小队长表面上是大队干部任命的，但实际上

是由社员们举手表决产生的，由社员自己挑选小队

里的生产能手，生产大队只是把把关。当时的小队

长比大队书记有权威，但小队长很辛苦，小队长是

一队之长就像一家之主一样，每天都要想各种办法

提高小队的生产。小队长的生产安排直接影响小队

社员的收入，而且每年底，小队长都要到大队汇报

一年的收成，干得好的小队 1 个工分值 5～6 分，

干得不好的 1 个工分值 2～3 分，不同小队之间也

是有比较和竞争的。一般情况下，小队长只要自己

肯带头，生产安排合理，基本上都是能搞好的，一

当就当 10 多年的小队长的人很多。搞不好的很少，

搞不好主要就是他自己不愿意带头吃苦，也就没有

能力安排生产。”
[5]
 

可见，工分制使得大队范围内的生产小队之间

有了可比较的“年终工分值”，在大队甚至公社范

围内的“精准比较”使得小队干部有了双重压力。

其一，由于生产小队内部社员对集体经济效益和社

会福利有着强烈的期待，进而在小队内部产生一股

自下而上的强大的群众压力。“同样数量的工分，

社员看到别的小队拿到的收入比自己的多很多，心

里肯定是不平衡的。生产提不上去，小队长自己也

觉得没面子，他自己也就不愿意继续做。”[5]其二，

存在自上而下的上级领导的考评压力。双重压力使

得小队干部为高效地安排劳动、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而产生持续的工作动力。 
机制之二是“小组监督”。工分制下灵活的小

组劳动组织形式可以有效地甄别“落后社员”并将

其边缘化，从而实现了低成本的有效监督。根据前

文所述，工分制下的劳动小组人数一般为 7～9人，
在相对固定的小组长带领下共同完成生产小队分

配的任务。在劳动过程中，为保证生产效率和质量，

小组成员之间相互监督，这种监督表现在任务完成

后的工分评定上。在一个相对封闭且可视的短暂的

劳动环境中，不同社员的劳动技术、劳动效率、劳

动质量在一个劳动小组内是非常清楚的： 
“这活你干得多干得少，明眼人一看就明白。

比如插秧，5个人为一小组共同完成1亩，在队长评

定完工分后，社员之间就可以通过内部协商的方式

给干得好又快的多一个工分，落后的就减少一个。

一次干活一两个工分值不了多少钱，所以他们也不

会太计较的。但是，如果你老是干活懒散，尽想着

偷懒，下次小组长就不会叫你出工了。”
[5]
 

可见，在小组劳动过程中通过多次反复的集体

劳动中的小组监督，可以有效地甄别出劳动中的

“落后分子”并实行“同工不同酬”；还通过劳动

小组的可调换性实现劳动中的积极分子对落后分

子的排斥，即“你每次都不好好干，下次小组长就

不会叫你出工”。小组监督中有效甄别和相对排斥

“落后分子”的机制，使得抱有投机心理的社员不

得不担心“小组长出工不叫你”，不仅影响个人的

工分收入，更重要的是通过“小组长的筛选”成为

具有负面形象的“边缘人”，进而影响到个体生活

的其他方面。 
机制之三是“熟人社会”的约束。熟人社会所

产生的地方性共识和社会性惩罚有效地克服成员

“搭便车”，从而保证公共性生产的效率。以经济

理性为特征的陌生人社会和以社会理性为特征的

熟人社会，其克服公共事务中“搭便车”的能力是

存在巨大差异的。正如贺雪峰所言，熟人社会行动

逻辑的重要特点是多次反复博弈，人不仅是一个经

济人，而且是一个社会人，是一个道德人，是一个

希望得到他人尊敬，生活得有点体面从而需要其他

村民承认的人[9]。工分制通过集体劳动将农业生产

变为以生产小队为基本单位的公共事务，在村庄预

期稳定、村庄舆论有力的集体劳动过程中形成对

“勤劳”的强烈认同，社员若在乎熟人社会中的面

子、人情和尊严，其行为就会受到地方性共识的约

束。如果他不在乎熟人社会中的面子、人情和尊严，

故意破坏地方性共识，其行为则会受到社会性的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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罚。所谓“社会性惩罚”是指超出了乡村社会共同

体基本规范的越轨行为将受到乡土社会软权力的

惩罚。软权力来自于村庄自主生产的价值，生产小

队实际上是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实体单位，土地的

不可移动性以及集体时代相对封闭的城乡格局，使

得社员的流动性非常小。“因为长期共同生活，并

且有未来共同生活的预期，村民便会在乎他人的评

价，在做事时保持道理上的正确”[9]，“道理上的正

确”便是村庄自主价值的集中体现，“软权力”即

来自于这种“道理上的正确”。 
工分制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劳动光荣”的意识

形态价值观，具体表现为对勤劳的认同：“只有多劳

动才有多的收获”、“大家都是白天干完集体的，晚

上还拼命为自己家劳动”、“你要是不勤快、干活不

利索，懒人的名声一传出去，媒婆都不好意思给你

上门说亲”。可见，懒汉在熟人社会中遇到的不仅仅

是经济危机，甚至还有可能因娶不到媳妇而产生家

庭再生产的社会危机，其社会关系也因各种负面名

声而产生危机。这种社会性的惩罚远较外部的监督

和经济的贫困对个体“偷懒”行为更有约束力。熟

人社会中社会性惩罚抑制了社员低效甚至无效的劳

动行为，从社会层面保证了工分制下的生产效率。 
W村的口述史材料表明，生产小队中的社员是

在“小队干部带头、小组劳动监督、熟人社会评价”

等多重力量的约束下，从个体名声、家庭收入以及

社会性惩罚等方面的考虑出发，以工分制的形式共

同参与集体劳动。当前学界主流观点认为工分制是

低效率的，其前提假设是将小队社员当成个体化的

经济理性人；作为社会基本保障的“口粮工分”在

“市场经济效率最大化”的话语下成为“平均主义”

的化身；作为熟人共同体中的社会理性人被“客观

主义”的数据模型掩盖。这些因素使得学术界对工

分制的效率存在一定的误解。其实集体时代的工分

制不是静态的、没有温情的制度框架而是充满了生

动故事、复杂人情的社会实践。工分制是集体时期

农村最重要的一种集生产与分配为一体的经济制

度。在这种制度下同时生产出一套有别于传统社会

的价值体系。而这一经济制度与价值体系共同塑造

了农村中的各种社会关系，并在长达 20 年的实践
过程中形成了代表社会主义方向的新传统。至今这

一传统在不同的地区仍或多或少地有所保留。 

注释： 

① 这里的“大集体”是指超出生产小队之外的集体，如生

产大队、公社等。在生产大队范围内，工分制仅仅是其

劳动力调用的依据，其劳动成果并不为生产小队分享，

所以工分制在生产大队范围内其生产功能和分配功能是

分离的，但在生产小队中，工分制是集生产、分配、组

织“三位一体”综合制度存在。 

② 这里可能存在口述者的记忆有误或者记录者的笔录有

误。在原始访谈记录上显示的是总人口为 170～180 人左

右。如果这个数据是口述者陈述的，即意味着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该小队在近 45 年的时间内人口骤减一倍

多。虽然 80 年代开始当地执行计划生育政策，但根据笔

者所调研的执行力度和效果来看，当地农户并未完全落

实计生政策，60、70 年代出生的农民的生育观念中强烈

的生男偏好使得当时超生的现象比较普遍，每户至少 2

个小孩是正常现象。因此，在没有重大的自然灾害和政

治运动的情况下人口成倍骤减应该是不符合人口增长规

律的。如果不是口述者的记忆有误，就应该是访谈者的

记录有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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